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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脏术后新发心房颤动（房颤）是心脏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心脏术后新发房颤增加了患者卒中甚至死亡的风险，其发

生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房颤基质”的基础上，各种触发因素刺激了房颤的发生。最近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心

包炎症的作用，既往研究侧重于危险因素的发掘。此外，利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早期预测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现就近年来心脏术

后新发房颤的发生机制、危险因素、预测手段以及防治措施等展开综述，以指导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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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术后新发心房颤动（房颤）是心脏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１２］，其定义为患者既往无房颤病史，

心脏术后新发生的持续时间 ＞３０ｓ的房颤，一般多于
心脏术后第２天发生［３］。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

率受患者既往基础心脏疾病和接受手术类型的影响，

总体发生率为３０％ ～６０％［２］。在仅接受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ＣＡＢＧ）的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中，术后约３２％的患者
会发生房颤；在同时接受 ＣＡＢＧ和主动脉瓣置换术的
患者中，约有４９％的患者术后发生房颤；而在同时接
受ＣＡＢＧ和二尖瓣置换术后的患者中，术后新发房颤
的发生率为６４％［２］。心脏移植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

率较低，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心脏移植术后供

心呈现去神经支配状态［３］。此外，左心辅助装置植入

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率升高［４］。部分心脏术后新发

房颤的患者可表现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及心输出量

下降，增加了患者卒中甚至死亡的风险［５６］。

１　发生机制
目前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通常认为是多因素、多机制的共同作用。近年来

Ｂｅｎｔｌｅｙ等［７］、Ｈｅｉｊｍａｎ等［８］和 Ｄｏｂｒｅｖ等［９］综合既往研

究认为在“房颤基质”的基础上，各种触发因素刺激了

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

１１　房颤基质
在一项对４００多例拟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患者进

行电生理检查的研究［１０］中发现，尚未发生房颤的患者

心房组织中已形成某种程度的“房颤基质”。“房颤基

质”可理解为在左心房电机械传导延迟和功能下降后

形成的左心房增大和纤维化［１１１２］。Ｄｏｂｒｅｖ等［９］认为

在心脏术后新发房颤中，“房颤基质”与心房结构和／
或电重构相关，这可能与患者既往基础心脏疾病相

关，如长期高血压、瓣膜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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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肌病和慢性肾脏病等引发的压力

或容量负荷过重。

１２　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在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病机制中起

重要作用［９，１３］。既往研究［９］侧重于说明全身炎症与心

脏术后新发房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促炎细胞因子如

白细胞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等在术后新发房颤中的作
用。近年来的研究［１４］发现仅凭全身炎症不足以完全

阐明其发生的机制。近年来研究者［１５１６］逐步将目光

投向心包局部炎症在心脏术后新发房颤中的作用。

心房组织中的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

蛋白 ３（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３，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参与了心脏术后新
发房颤的发生和发展［１７］。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由
ＮＬＲＰ３、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以及效应蛋白胱天蛋白
酶１前体组装而成［１８］。无菌性心包炎大鼠模型是研

究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经典模型。在心脏术后新发

房颤的动物实验中，Ｙａｎｇ等［１９］证实了在无菌性心包

炎的大鼠模型中，心房中的 ＮＬＲＰ３、凋亡相关斑点样
蛋白和 ＩＬ１β等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成分表达上调。在
临床研究中，Ｈｅｉｊｍａｎ等［８］发现在术后新发房颤患者

的心房组织中，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相关成分表达增加，
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Ⅱ表达增加，兰尼碱受体２
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Ⅱ依赖性磷酸化和兰尼碱
受体２通道开放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该研究显示这
些因素均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密切相关。

心外膜脂肪组织是存在于心肌表面和脏层心包

之间的脂肪组织，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相关。心外膜

脂肪组织会通过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和 ＩＬ１β等促
炎因子来参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３］。

有研究［１５］发现心包积液，特别是心包积血会激活

血小板和凝血级联反应，进而促进细胞因子（ＩＬ６和
ＩＬ８等）的产生，激活心包炎症反应，从而促进心脏术
后新发房颤的发生。

１３　其他机制
有研究［２０］分析了主动脉钳闭之前和之后的心房

组织样本，证实了缺血再灌注损伤在心脏手术中的存

在。心脏手术使局部心肌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

于预先存在的“房颤基质”，进而诱发了术后新发

房颤。

交感神经系统激活也是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病理

生理学机制中的一环。临床研究［２１］发现术后新发房

颤患者心脏术前血液中儿茶酚胺的浓度已升高。交

感神经可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继而激活心肌膜

上的钙通道，诱导异位电活动发生，从而促进术后新

发房颤的发生［３］。

２　危险因素及预测手段
２１　术后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

鉴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

确，既往研究侧重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

从而达到减少危险因素、预防术后新发房颤发生的目

的。既往研究［２２２３］已充分证实高龄、既往高血压、糖

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以及

术中体外循环及主动脉钳闭时间延长等因素会增加

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风险。最近的研究［１５］强调了心

包积液这一危险因素会增加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风

险。有研究者根据以上危险因素，开发了预测心脏术

后新发房颤的评分系统，这其中包括最初是为房颤脑

卒中风险评估设计的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系统以及术
后新发房颤评分，Ｃｈｅｎ等［２４］和 Ｍａｒｉｓｃａｌｃｏ等［２５］认为

相较于术后新发房颤评分，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更有
助于识别术后新发房颤高危患者。但这些研究多采

用传统统计学方法，纳入研究的危险因素尚不全面。

２２　术后新发房颤的预测模型
近年来机器学习在临床的应用开展得如火如荼，

传统研究具有纳入样本量及研究变量较少等不足，机

器学习能很好地克服这些不足之处。Ｋａｒｒｉ等［２６］证实

运用机器学习构建的预测模型可进一步提高预测心

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准确性，但这项研究得出的预测模

型存在过度拟合的问题，且在进行外部验证时并未达

到令人满意的预测效果，需在新的人群中再次验证，

因此该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预测模型未得到广泛推

广。此外，Ｚｈｏｕ等［２７］利用机器学习进行心脏术后新

发房颤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来鉴定免疫相关基因，为心

脏术后新发房颤构建竞争性内源性网络，以期达到早

期识别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目的。

２３　术后新发房颤的预测标志物
除了既往常用的炎症标志物（Ｃ反应蛋白和 ＩＬ６

等）外，Ｎｉｎｎｉ等［２８］研究发现同源嵌合体在接受心脏手

术的患者中较常见，同源嵌合体会促进心脏单核细胞

聚集，进一步促进炎症反应，携带同源嵌合体的患者

更易出现心脏术后新发房颤。

代谢组学也可为心脏术后新发房颤寻找新的生

物标志物。Ｙａｎｇ等［２９］的研究发现包含乙酰谷酰胺、

鸟氨酸、蛋氨酸和精氨酸４种代谢物在内的预测模型
能较好地预测心脏术后新发房颤，同时有助于更好地

探究其发病机制。

随着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 （ｓｐｅｃｋ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Ｅ）技术的发展，利用 ＳＴＥ预测心
脏术后新发房颤对预防其发生也具有指导意义［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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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ｓｌｉｔｓｉｎａ等［３１］在一项利用 ＳＴＥ技术对接受 ＣＡＢＧ的
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ＣＡＢＧ后新发房颤与术前
左心房应力异常相关，特别是联合左心房面积变化

率、左心房射血分数、左心房储存期应变这３个超声参
数比其他参数预测的敏感性更高。该研究发现 ＣＡＢＧ
后新发房颤的患者术前左心房容积指数（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ｄｅｘ，ＬＡＶＩ）处于正常高值（２０．８ｍＬ／ｍ２）。
而这与先前Ｏｓｒａｎｅｋ等［３２］的研究结论不同，该研究将

ＬＡＶＩ＞３２ｍＬ／ｍ２作为左心房扩大的临界值，在运用
二维超声心动图测量ＬＡＶＩ预测 ＣＡＢＧ后新发房颤的
研究中，术前 ＬＡＶＩ＞３２ｍＬ／ｍ２是 ＣＡＢＧ后新发房颤
的独立预测因素。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进，超

声技术的应用更加广阔，但在某些观点上，特别是在

截断值的定义上，这些研究仍不能达成一致，有待进

一步探索。

关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预测仍是一个难题，后

期的研究可考虑结合房颤发生的机制，综合多个不同

类型的指标来进行术后新发房颤的预测。

３　围手术期管理
３１　围手术期干预

术前常用来预防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药物有：

（１）β受体阻滞剂：是预防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主要
药物，但在临床实践中，β受体阻滞剂并未取得令人满
意的预防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心脏患者

长期服用β受体阻滞剂［３］；（２）胺碘酮：部分临床研究
发现胺碘酮可能通过抑制心脏异位电活动来减少心

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３］；（３）其他抗心律失常药：如
钙通道阻滞剂等，临床价值尚未得到完全肯定；（４）镁
剂：静脉注射镁剂预防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价值尚不

确切；（５）秋水仙碱：秋水仙碱的胃肠道副作用限制了
其在临床的大规模应用；（６）他汀类药物：既往有研
究［１５］证实在ＣＡＢＧ围手术期应用他汀类药物会减少
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但在瓣膜手术中尚未发现这一

结论；（７）糖皮质激素：目前关于糖皮质激素减少心脏
术后新发房颤发生的证据有限；（８）多不饱和脂肪酸：
在进入心脏围手术期前使用还需更大规模的临床研

究来证明其预防价值。此外，有研究［３，３３］发现通过注

射氯化钙或肉毒杆菌毒素以抑制心外膜神经节丛，可

降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率。目前关于肉毒杆

菌毒素预防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多中心研究

（ＮＣＴ０３７７９８４１）［３４］已完成了受试者招募，后期可期待
该研究的结果。

若术前药物预防存在禁忌证，可考虑术中进行心

包切开术、双心房起搏、心外膜脂肪组织去除和肺静

脉消融等［３，３５］，但这些干预手段的临床应用价值不大。

有最新证据表明心包积液、心包出血以及局部心包炎

症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术

中减少心包出血量、术后放置心包引流管会降低心脏

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１５］。但这些干预手段的临床应

用尚待大规模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术后早期在优化容量管理、改善氧合、镇静镇痛

的基础上，纠正包括电解质紊乱等致心律失常因素，

尽量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可继续尝试使用药物

预防术后新发房颤。

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对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机

制、危险因素以及预测模型的进一步研究，有望准确

地把握个体患者的发病风险，继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干预。

３２　术后新发房颤的治疗
若患者心脏术后新发房颤，首先需明确患者血流

动力学是否稳定，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可考虑电

复律；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患者在纠正诱因的基础上，

可通过控制心率或节律来治疗。可选择的药物包括

β受体阻滞剂、胺碘酮、钙通道阻滞剂以及地高辛
等［９］。在具体药物的选择上需考虑到患者的基础心

脏状态、接受手术类型以及是否存在相应药物的禁忌

证等因素。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患者建议口服抗凝

药物来预防卒中的发生［９］，但关于抗凝治疗具体启动

的时机以及持续的时间仍需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来

探索［３］，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ＮＣＴ０４０４５６６５）［２］或可
协助解决这一问题。

４　小结与展望
术后新发房颤常发生于心脏术后，不仅影响患者

短期预后，也不利于患者远期预后。心脏术后新发房

颤的围手术期管理一直是 ＩＣＵ医师面临的挑战之一。
目前对于心脏术后新发房颤尚缺乏有效的预防策略，

随着代谢组学以及机器学习的发展，未来或可结合房

颤发生机制，综合多个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早期预

测、积极干预、制定相应的预防策略。此外，在口服预

防药物的研究中多为单一药物，未来或可进行口服多

种药物来预防心脏术后新发房颤的研究。目前这些

研究随访时间相对较短，未来或可延长其随访时间。

另外由于患者基础心脏条件不同，未来可根据患者的

基础心脏条件来进行更详细的亚组分析，以明确可能

受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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